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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的大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主导地位很快确立起来。在“文革”前的十七年( 1949—1966 ) 里，中国大陆史学界最引人关注

也是最有影响的史学现象，就是对“五 朵 金 花”及 相 关 问 题 所 进 行 的 大 范 围 地、深 入 地、热 烈 地 讨

论。时至今日，“五朵金花”问题或已不再那样地引人注目，或被认为是“假问题”而受到某种质疑，

或被看成是泛意识形态化而被轻视甚至不屑。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具有如此规模的学术现象、一个

集结宏观理论支持和具体研究充实的问题群体，因种种原因在一个时期里过热或过冷都不一定是

正常的，包含其学术内涵之外的其他因素往往产生过多的影响，而其自身蕴含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

义仍然不可轻视。
“五朵金花”的讨论，在 1978 年以后仍持续一段时间，以后随着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渐趋形

成，“五朵金花”中的“花朵”，有的以新的方式继续被讨论和研究，有的被冷落、怀疑或批评。“五朵

金花”束在一起竞相开放的盛况不在。然而，以“五朵金花”为标志的对各种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

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研究中对

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全面深入地探讨，尽管在讨论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与失误，但是中国马

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此讨论的基础上收获甚丰则是不争的事实，其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对于中国

历史学研究走向的影响必将是深远而长久的。进入 21 世纪后，不仅对相关“花朵”作进一步研究

的进展明显，而且以“五朵金花”为专题研究的成果也渐次出现。①

“五朵金花”最初被称为“五朵花”，是翦伯赞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批判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向达时提到而为人 知 的，翦 伯 赞 说: “向 达 则 提 出 历 史 学 只 开 五 朵 花 的 问 题……只 看 到 这‘五 朵

花’，而且最讨厌这五朵花。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的

花朵，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 翦伯赞: 《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

主义活动》，1957 年 10 月 4 日《人民日报》。转引自蒋海升: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

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 探 讨》，第 2 页 注 1，山 东 大 学 出 版 社 2009 年 版) 1959 年 随 着 电 影

《五朵金花》的热映，史学界这“五朵花”被称为“五朵金花”流传开来。“五朵金花”被正面看作是

“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同上) 而成为“十七年”史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就。不论是向达的挪

揄还是翦伯赞的批判，也不论从“五朵花”到“五朵金花”称谓的语气转变，重要的是，“五朵金花”
“点出了史学界大家都在思考基本问题 和 宏 观 问 题 这 一 其 他 时 期 少 见 的 现 象”( 罗 志 田: 《文 革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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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段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 年第 5 期) ，“五朵金花”的学术意义正体现

在这里。
“五朵金花”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他们被“播种”、“生根”、“开花”的时间和方式

不一，但是集结为“五朵金花”则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其中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开始于 1950 年 3
月 19 日《光明日报》发表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两天后发表郭沫若的《读了〈记殷周殉人之

史实〉》一文，认为殷、周都是奴隶社会，立即在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反右”和“史学革命”期间沉

寂一段时间，1959 年至 60 年代初再度活跃;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1955 年 1 月 9 日邓拓在《人民

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提出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出资本主义经济

因素的萌芽问题，此后引发史学界的热烈讨论;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 1949 年至 1957 年以

提出问题、初步研究和史料整理为主，1958 年至 1966 年对农民战争若干理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 1954 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

形式问题》，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即国有制，引起讨论; 汉民族形成问题: 范文

澜在《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针对斯大林相关

民族问题理论和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民族“是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形成的”观点，提出汉民族形

成在秦汉时期。( 详见蒋大椿:《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载罗志田主编: 《20 世纪的中国: 学

术与社会( 史学卷) 》( 上) ，第 192—216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这里简要罗列“五朵金花”
讨论的缘起情况，是想说明: 第一，“五朵金花”讨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史学家们学习和掌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

究中去、进一步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二，问题的提出，虽大多是由一篇

文章、一个观点而引发，但是这些问题多为以往问题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成为新语境下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必须关注的、具有学术与现实双重重大意义的问题; 第三，就问题本身而言，都是在试图

回答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宏观问题，试图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道路。
在这五个问题中，古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基本问题，宏观地看待历史发展进程

而不仅仅将朝代更迭视为历史阶段性发展的标志，是 19 世纪末进化论传入后中国史学的主要变化

之一，以某种历史观为基本理论贯穿于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与撰述，最基本的反映就是历史阶段

的划分，古史分期又并非简单地划分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历史观的反映，是新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

系的展现，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等因素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纠结于其中。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是近代史学中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继续，以社会经济形态变动学说

来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主要包括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划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标准、奴隶

社会是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是否经历独特的发展道路等问题，这些问题无不是

必须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回答的，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看，从 20 世纪 30 年

代以后努力证明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适用性发展到 50 年代以后经过深入讨论逐渐更多地注意

到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尽管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痕迹仍然明显，政治干扰学术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

结合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探讨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

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有学者指出: “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

规律，却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项诉求，人们渴望知道过去的历史，更渴望知道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家绕不开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绕不开对历史规律的把握( 这又涉及到

历史的功能及历史的最终关怀问题) 。而要做到这些，又必须对历史时段进行划分，阐明每一历史

时段的特质，以探索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 罗新慧:《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分期问题论辩》，第 7 页，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因此，古史分期问题作为“五朵金花”之冠并非偶然。
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两个问题是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延伸。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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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问题，主要是通过研究构成与影响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来探讨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形

式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地主所有制。不同的观点下其实反映着趋同的学术目的，如林甘泉认为: “我

是赞同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但我认为有的学者提出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在理论上是很有价值

的，因为它注意到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特点。”( 林甘泉:

《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通过讨论，“‘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

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指引。”( 王学典、陈峰: 《二

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 154—15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从史实

中开拓相关领域的课题意识，同样表现在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说，即封建社会之后应当是

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该问题之所以引发讨论，就在于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看到了后

期封建社会发展中的变化，这同样是着眼于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在发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该

问题加以论证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史方面获得了极其显著的

进展，在学术成就方面可能是在当今学术界获得最多赞誉的金花之一。林甘泉说: “如果没有古史

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就没有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也

就没有今天一些断代史和专门史的繁荣局面。”( 林甘泉: 《关于史学理论建设的几点意见》，《史学

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赵世瑜等认为: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

题的讨论“仍有简单比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痕迹，但是由于讨论需要大量实证研究作

为基础，所以它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界对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赵世瑜、
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中国资本主义

萌芽问题在 50 年代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关系密切，在 80
年代以后又与近代社会转型、现代化问题等相互关联，究其原因，该问题扣住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中的关键环节当是不争的事实。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虽孕育产生于古史分期问

题，却开花结果于各自的领域，成为“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奇葩。
对农民战争问题展开讨论带有更强的时代色彩。从 1949 年到 1957 年，先后发表了 650 余篇

相关文章，出版了 70 余种相关出版物，1958 年至 1966 年，发表相关文章达 2300 篇( 见周朝民等编

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37—38 页) ，成果数量可谓惊人。对农民战争

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的热潮如此高涨，与新中国建立后政权性质的变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毛泽

东的相关论断，史学界阶级分析方法的倍受重视等都有直接关系。就问题本身而言，全面颠覆以往

史学对农民战争问题的负面评价使得在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无比广阔的研究空间。从对史料的整

理到对历史上农民战争领袖的评价，再到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特点、思想武器、发展阶段、起

因、历史作用、失败原因、农民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

关系( 同上，第 38 页) ”等一系列具体和理论问题的讨论，农民战争问题成为“五朵金花”中绽开的

最为夺目的金花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至今日，农民战争问题却成为“五朵金花”中最

受冷落的一支。应当看到，“十七年”时期，由于过分强调农民战争在历史中的作用和阶级斗争观

点，特别是无限抬高农民战争作用，致使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着严重偏差。但是，农民战争在中

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且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局面产生有包括改朝换代的重要影响，这是中国

历史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农民战争的全面研究与重视，无论是在对相关史料的发掘与

整理上，还是在对农民战争本身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某国外史

学评论家认为，新中国历史研究由于强调了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以及对促进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建立了评估和重现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这个问题为中国

历史学增添了一个新领域，却是毫无争议的”。 ( 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杨豫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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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2，220 页) 通过对农民战争的研究，加强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

国历史发展动因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开辟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样一个新的学科研究领域。
在“十七年”时期的“五朵金花”的讨论中，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与其他问题相比，在规模和

成果数量上可能显得较弱一些。然而，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却最具可持续的发展潜力。比较而言，

古史分期的讨论对中国历史研究诸多重大问题的涵盖性和研究视角的宏观性最为突出，而汉民族

形成问题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上升为最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范文澜 1954 年发

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看上去是依据斯大林的“共同语言”、“共同地

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这样的民族定义得出了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

经形成的观点，但是斯大林观点还包括民族是在资产阶级发展中形成的，如此推论，则汉族只能是

“部族”而非“民族”，故而苏联学者提出了“中国民族”形成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的结论。范文

澜的见解，实际上是与斯大林民族产生于近代的理论相抵触的，说的明确一点，是对 50 年代在中国

被奉若经典的斯大林相关观点的挑战。这里不想再重复范文澜等史家是如何努力把中国历史特点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老话，只是想指出，诸如汉民族形成等问题因其事关国家民族的原则性

问题，是中国学者必须要从学理上予以澄清的，也是中国史家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范文澜针对苏

联学者格·叶菲莫夫的观点提出异议并引发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成为“五朵金

花”之一( 而不是在当时讨论的热烈程度并不亚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

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 ，正表明范文澜等中国史家在如此重大和关键问题上所表现出

的前瞻性和敏感性。到了 60 年代，民族认定工作的基本完成、斯大林神圣光环的逐渐褪色，汉民族

形成问题研究进入了新的高潮，讨论的范围也扩展至对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的主流、历史上民族之间战争的性质、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民族政策的评价、怎样看待民族间的

“和亲”①等问题。时至今日，中国古代民族和国家起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认同等有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问题均成为热点问题，可证明昔日“五朵金花”中的汉民族形成

问题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
“五朵金花”的理论成就和学术意义值得深入反 思 和 全 面 研 究。笔 者 愿 意 引 用 当 年“五 朵 金

花”讨论中的主要参与者赵俪生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我认为‘五朵金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历史结合的刚刚开始……今天回过头来看‘五朵金花’，全部否定我是不赞成的; 全部肯定我也

不赞成。应该批判地保留，而且保留的部分应当偏多一点，甚至基本上应予肯定。把‘五朵金花’
看作是‘五朵病梅’的，我觉得是一种新的左倾、教条主义。我认为将来写学术史，对‘五朵金花’不

应当采取否定态度，它的五个内容都有相当的成绩。”( 王学典、蒋海升: 《从“战士”到“学者”———
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

( 责任编辑 易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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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4—82 页; 宋德金《汉民族 形 成 问 题》，载 肖 黎 主 编:

《20 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 张 力———

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0—125 页。


